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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與中國青年抑鬱水平關係研究

摘          要

利用中國家庭追蹤研究（CFPS2020）的數據探討了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援與中國
青年抑鬱水平的關係。具體分析了來自家庭、社交和社會公共服務三種類型的社會
支援對不同年齡組別青少年和青年（12-18 歲、19-24歲 、25-35歲）抑鬱水準的不同
影響程度。結果顯示，社交支援對降低青年抑鬱水準的作用最強。同時也發現一些與
以往研究不同的結果：在大專及以上學歷的25-35歲年齡組別中，經常與父母聯繫導
致更高的抑鬱水準; 在非獨生子女的12-18歲年齡組別中，與父母聯繫的頻率高低對
抑鬱的影響呈現倒U型效應，在小學及以下學歷的25-35歲年齡組別中，與父母見面
頻率高低對抑鬱的影響也呈現倒U型效應。這表明，與父母高頻率的聯繫和見面並
不總是能降低抑鬱水準，反而可能加劇抑鬱水準。與高密度的家庭互動相比，高品質
的家庭互動可能更為重要。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家庭中家庭支援的含義，以及
家庭互動方式與抑鬱形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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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tilized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20)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levels 
among Chinese youth. Specifically, the study examined three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namely family support,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ervices support, and aimed to determine 
their varying effects on depression level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12-18 years old, 19-
24 years old, and 25-35 years old).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social support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ducing depression levels among the youth. 

Notably, certain results deviated from those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For instance, 
among individuals aged 25-35 years with tertiary education or above, frequent contact 
with parents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depression. Conversely, in 
the age group of 12-18 years  old, among those who were not only children,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parents exhibited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depression. Additionally, 
in the 25-35 years age group with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or below, the frequency of 
meeting parents also displayed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depres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high frequency of contact or meeting with parents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reduced depression levels; in fact, it may even exacerbate them. 

Moreover, the study implies that the quality of family interactions may hold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the quantity of family interactions. Consequently, it is crucial to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family support in Chinese families 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teraction sty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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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和問題的提出

抑鬱症作為一種心境障礙，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發作時
常伴思維遲緩、意志活動減退等表現，還出現食慾減退、體重減輕等軀體化症狀（吳
婷婷 et al.，2022）。抑鬱症的病因學和病理生理學是複雜且多因素的，社會學領域對
抑鬱症的討論更加關注抑鬱產生的環境因素。其中，社會支持被認為是有重要影響
的環境因素（Schaefer&Moos, 1992）。

社會支持主效果模型（Lakey&Cohen, 2000）認為，當個體面臨外界刺激時，社
會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緩衝器模型（Cohen&Wills, 1985; Barrera, 1986）則
認為，社會支持僅在應激條件下與身心健康發生聯繫，社會支持的緩衝作用既可能
是一般性的，也可能是特異性的。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會受到三類施教者的影響，
分別是以父母為代表的家庭，以朋輩、社團、社區以及工作夥伴為代表的社交網路，
以醫療機構、教育機構、公共設施為代表的社會公共服務（沈傑，2018）。本研究認為，
這三類施教者在個體的生態系統中形成了從中心到週邊親疏有別的結構性特徵，與
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是契合的，即，中國的關係結構是水波紋
式的格局，以自己為中心，層層疊疊地向外擴散，由熟人社會往陌生人社會擴散。因
此，本研究根據差序格局的理論把社會支持分為家庭支持、社交支持、社會公共服務
支持三種類型，共同構成了個體社會支持從中心到週邊的生態系統。

家 庭 是 青 少 年 生 活 的 重 要 環 境 之 一，是 社 會 化 的 起 點 和 基 礎，家 庭 在
青 少 年 的 成 長 和 發 展 中 承 擔 著 重 要 的 特 殊 角 色（王 思 斌，2 0 0 3），父 母 在 家
庭 生 態 系 統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其 態 度 及 教 養 方 式 對 青 少 年 的 心 理 健 康 有 重
要影響（Bronfenbrenner,1980），家庭的影響力是直接和深遠的，個體在家庭
中的生活史會影響畢生的發展（包蕾萍，2005）。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結構、家
庭文化資本、家庭經濟地位（SES）會影響人的心理健康，而核心家庭被認為
是對孩子的發展最有利的家庭結構（吳愈曉 et al.，2018）。當個體處在一個
血 緣 關 係 緊 密、生 活 中 常 能 面 見 成 員 彼 此 的 家 庭 中 時，會 得 到 高 聯 繫 頻 率、
高見面頻率的家庭幫助和支持（胡耀華，2021）。與父母聯繫、見面、溝通、談
心是一種良性的代際互動，可以為青年的心理健康提供支持（吳帆，2022）。

社交支持包含了來自朋輩、社團、鄰里的支持。对于抑鬱的作用而言，社交網絡
本身存在的質量和數量優勢，使得社交網絡在支持上會形成“窮者變富”“富者更
富”效應（丘文福，2017）。學界對社交支持的研究各有差異，一些典型的海外研究，
如，Barth et al.,（2014）發現，對於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同伴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彌補或替代父母的支持作用。Lee  et al., （2005）發現，與香港中國人相比，北
京中國人更有可能尋求近親或同事的支持，而不是依賴機構的幫助; 宋秀晶（Kim, 
2014）探索兒童抑鬱的保護因素，除了父母的情感支持外，社區支持起著重要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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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作用。而中國國內在相關研究上，往往把社交支持籠統地劃入社會支持進行討論，
很少單獨就社交支持進行細分，或與其他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進行比較。如，惠秋平

（2021）對社會支持與農村老年人的抑鬱關係研究，邱依雯等人（2021）對社會支持
與青少年抑鬱內在機制的研究，葉寶娟和馬婷婷（2020）對社會支持與大學生抑鬱關
係的研究。

社會公共服務是個體生態系統中最週邊的社會支持，如，公共設施、社區治安、
醫療服務等。一些研究表明，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對抑鬱水準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越低，人們的抑鬱程度越高（王潔晶 et al., 2022）; 學校等教育
設施的可達性則直接影響著後代教育機會和教育品質，會讓居民感受到歧視和不公
正，從而影響心理健康（宋偉軒 et al., 2019）;生活在公園、廣場的人具有高品質的公
共生活設施，如果公共生活設施水準低，則可能會降低居民的體育鍛煉和社會交往
頻率，不利於減輕精神壓力和注意力的恢復，從而增大了心理健康的風險（ABQ et 
al, 2023）。

從已有文獻可以看到，就社會支持與抑鬱的關係而言，研究者總體傾向於社會
支持對抑制抑鬱水準、提升心理健康有正向積極的作用，或者分別證實家庭支持、社
交支持、公共服務支持能夠緩解抑鬱，但是研究者很少對這些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
緩解抑鬱的作用進行比較。基於差序格局的理論，家庭作為個體生態環境的中心，往
往被認為是社會關係結構中對個體影響最大的單元，家庭支持對抑鬱的緩解作用是
否也如差序格局所言，具有最核心、最強的效應呢？在家庭支持與抑鬱關係研究中，
國內已有研究多採用肖水源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對家庭支持的界定，並往往較為籠
統地肯定家庭支持對抑鬱的緩解作用，而對量表中家庭支持各個因數的討論不足。

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問題，家庭、社交、社會公共服務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是
否按照中心-週邊的差序格局理論，對抑鬱水準的抑制起著由高到低的作用？進一步
地，對於家庭支持而言，其中的各個因數對降低抑鬱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嗎？

研究方法
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2020年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縮寫為CFPS），是一項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實施全國
性、大規模、多學科的社會跟蹤調查專案，運用內隱分層（implicit stratification）方
法進行多階段等概率抽樣，每個子樣本框的樣本都通過行政性區/縣、村/居委會和家
庭戶三個階段抽取得到。CFPS2020問卷中包含了的個人自答部分和部分家庭關係
的數據，以及詳細的抑鬱水平狀況與社會支持狀況，該資料庫能夠篩選出及其豐富
的樣本，能夠滿足本研究的實證分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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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假設

本研究旨在檢驗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抑鬱緩解而言是否具有最核心或最強的
作用，從而對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在抑鬱緩解的作用上進行比較;另一方面，本研究
還希望進一步瞭解目前對家庭支持進行測量所採用的各個因數在抑鬱緩解上是否
都起著相同的作用，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設：

H1：與其他類型的社會支持相比，家庭支持對抑鬱緩解的效用最強

H2：家庭支持的各個因數對抑鬱緩解有相同的效用

3. 變數建構及賦權

3.1 因變數

本研究的因變數為抑鬱水準。CFPS2020資料庫對個人抑鬱水準的測量採用了
CES-D8 抑鬱量表。該套量表總共包含8個題目，分別為“我感到情緒低落”、“我感到
悲傷難過”、“我覺得生活無法繼續”、“我的睡眠不好”、我生活快樂“、”我感到孤獨“
、”我感到愉快“、”我覺得做任何事都很費勁“。剔除了資料庫中12歲以下及35歲以
上的人群，最後得到2639個樣本。

3.2 自變數

本研究的自變數為社會支持，由家庭支持、社交支持、社會公共服務支持三個維
度構成。按照變異係數賦權法對社會支持三個維度進行了賦權，家庭支持、社交支
持、社會公共服務支持的變數構建和權重見表1。

表1 變量建構及權重

權重變異系數變量賦值三級指標二級指標一級指標

30.4%0.215

1-3與父母見面
頻率

家庭支持

社會支持

1-3與父母聯繫
頻率

1-3與父母關係
1-3對父母的信任

30.5%0.216

1-3人緣關係社交支持
1-3鄰里關係
1-3鄰里幫助
1-3社會信任

39.13%0.277
變異系數變數賦值三級指標

0.2151-3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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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控制變數

本研究的控制變數包含個人和家庭兩個層面。個人層面上包含「性別」、「年齡」、
「學歷」、「城鄉」。家庭層面上包含「家庭類型」和家庭年收入，參見表2。

表2	變量的基本描述情况

變量描述變量名稱
0.女  1.男性別

控制變量
1.12-18歲 2.19-24歲 3.25-35歲年齡

1.小學及以下 2.初中到高中 3.大專及以上學歷
0.鄉村 1.城市城鄉

0.獨生子女家庭 1.非獨生子女家庭家庭結構
1.0-5萬  2.5萬-8萬 3.8萬-14萬 4.14萬及以上家庭收入

4. 數據分析

在相關性分析（p<0.05）和共線性檢驗（VIF<2）的基礎上，採用分層回歸方法，
建立不同類型社會支持的分層回歸模型，觀察各變數回歸係數的變化，參見表3;並
在家庭支持維度建立分層回歸的子模型，觀察各因數回歸係數的變化，參見表4。

表3	不同類型社會支持對抑鬱水平的影響分層回歸模型

模型4模型3模型2模型1
-0.337*(0.149)-0.339*(0.148)-0.366**(0.152)-0.313* (0.135)性别

1.091***(0.283)1.125***(0.282)1.243***(0.288)1.307***(1.280)年齡
1.091*** (0.283) 1.125*** (0.282)1.243*** (0.288) 1.307***(1.280)19至25歲
1.510***(0.300)1.553***(0.298)1.663***（0.304)1.644*** (0.293)25-35歲

-0.105(0.159)-0.161(0.157)-0.062(-0.161)-0.218 (0.144)城鄉
-0.312(0.186)-0.262(0.185)-0.441**(0.188)-0.579***(0.169)個人婚姻
-0.188(0.177)-0.240(0.176)-0.185(0.180)-0.125(0.160)學歷初中到高中

-0.622***(0.212)-0.718***(0.210)-0.727***(0.215)-0.526*** (0.191)學歷大專及以上
-0.080（0.213）-0.062（0.213）-0.115（0.217）-0.134（0.220）年收入5萬-8萬
-0.455*（0.209）-0.451*(0.209)-0.589***（0.213）-0.601（0.216）***年收入8萬-14萬

-0.577***（0.222）-0.622***（0.222)-0.688***（0.226）-0.778（0.229）***年收入14萬以上
-1.047***(0.197)-1.039***(0.197)-1.478**(0.197)家庭支持
-2.055***(0.152)-2.203***(0.191)社交支持
-0.466***(0.152)社會公共服務支持
23.60***（0.848)22.63***(0.790)17.22***(0.654)12.84***(0.270)常數項

0.0910.0880.0390.017R2

0.0870.0830.0350.014調整R2

20.87***21.94***10.19***6.12***F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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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0.0490.0210.017∆R2

2504251625332639樣本量
注：1.*p<0.05，**p<0.02，***p<0.01
						2.性別參考項為女性，年齡參考項為12-18歲，城鄉參考項為鄉村，個人婚姻參考項為獨身，學歷參考
項為小學及以下，年收入參考項為5萬及以下。

4.1 對不同類型社會支持在青年抑鬱緩解作用上的分析

模 型 1 是 只 放 入 控 制 變 數 的 初 始 模 型，F 值 變 化 呈 現 出 顯 著 性（F = 6 . 2 1
，p=0.0000），整體結果顯著。從控制變數上看，女性的抑鬱水準顯著高於男性，高學
歷青年的抑鬱水準顯著高於低學歷青年，高年齡組青年的抑鬱水平顯著高於低年齡
組青年（青少年），家庭收入與抑鬱水準呈顯著負相關，而城鄉差異在青年抑鬱水準
上不顯著。但僅從控制變數上看，模型擬合度僅為1.4%，這說明僅有控制變數還不
能很好地解釋抑鬱水準。

模型2加入家庭支持變數，R 2 值由1.7%上升到3.9%，意味著家庭支持可以解
釋青年抑鬱水準2.1%的變化原因。F值變化呈現顯著性（F=10.19，p=0.000）。家庭
支持係數為-1.478，並在99%水平上顯著，表明家庭支持對抑鬱水準有顯著的負向
影響作用，家庭支持每增加一個單位，抑鬱水準就會降低1.478。

模型3加入社交支持變數，F值變化呈現出顯著性（F=21.94，p=0.0000），模型擬
合度上升為8.8%，意味著社交支持可以解釋青年抑鬱水準4.9%的變化原因。社交支
持對青年抑鬱水準有顯著負向影響，社交支持每增加一個單位，青年抑鬱水準就會
降低1.039。但與模型2相比，該係數增加了0.439，這說明在社交支持加入后，家庭支
持對青年人抑鬱水準的抑製作用減弱，這意味著社交支持的抑制效應更強。

模型4加入社會公共服務支持變數，F值變化呈現出顯著性（p=0.0000），模型擬
合度上升為9.1%，意味著社會公共服務支持可以解釋青年抑鬱水準0.4%的變化原
因。社會公共服務支持對青年抑鬱水準有顯著負向影響，社會公共服務支持每增加
一個單位，青年抑鬱水準就會降低0.466。但與模型3相比，家庭支持的係數降低了
0.008，社交支持的係數增加0.148，這說明在社會公共服務支持加入以後，家庭支持
的抑製作用有所增強，而社交支持的抑制程度有所減弱。

綜上所述，抑鬱存在性別差異、教育程度差異、年齡差異、家庭收入差異。家庭支
持、社交支持、社會公共服務支持與青年抑鬱水準呈顯著負相關（p<0.05），說明三種
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在青年抑鬱緩解上都有顯著作用。但是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支
持對抑鬱緩解的貢獻力度是不一樣的，從∆R2值可以看出，這三類支持中，貢獻力
度最大的是社交支持（∆R2=4.9%），其次是家庭支持（∆R2=2.1%），最後是社會公
共服務支持（∆R2=0.4%）， 表明社交支持是抑制青年抑鬱的關鍵因素。假設H1被推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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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對家庭支持各因數在青年抑鬱緩解作用上的分析

表4展示了家庭支持各因數對抑鬱水平的影響分層回歸係數。其中，家庭支持
的四個因數按照賦值得分的低、中、高進行了分組，每個因數都分成了三組。從表4
中可以看出，家庭支持中貢獻力度最大的因數是“與父母的關係”（∆R2=2.4%），
然後依次是“對父母的信任”（∆R2=0.9%）、“與父母見面頻率”（∆R2=0.7%）、“與
父母聯繫頻率”（∆R2=0.1%）。在四個因數中，只有“與父母的關係”和“對父母的
信任”兩個因數的各組別與抑鬱水平均呈顯著負相關（p<0.05）。而“與父母見面頻
率”和“與父母聯繫頻率”兩個因數在部分組別上呈現出不同的影響效應：在“與父
母見面中等頻率”、“與父母聯繫高等頻率”兩個組別上，與抑鬱的關係不顯著，且“
與父母聯繫高等頻率”組別與抑鬱的關係呈正相關，即，與父母見面和與父母聯繫
的不同頻率似乎對抑鬱的緩解並不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

表4	家庭支持各因子對抑鬱水平的影響分層回歸系數

分層回歸系數（標準誤）
-2.639***(-2.62)-2.658***(-2.64)-2.721***(-2.69)-2.848***(-2.81)父母關係一般
-3.896***(-3.93)-3.915***(-3.95)-4.046***(-4.08)-4.400***(-4.43)父母關係良好

-2.779(-2.72)-2.841(-1.84)-3.058*(-1.98)對父母信任中
-4.129***(-2.72)-4.204***(-2.78)-4.487***(-2.96)對父母信任高

-0.146(-0.83)-0.145(-0.83)與父母見面中等
頻率

-0.874***(-4.50)-0.808***(-4.32)與父母見面高等
頻率

-0.156*(-0.72)與父母聯繫中等
頻率

0.041(0.17)與父母聯繫高等
頻率

20.95***(11.54)20.94***(11.54)21.04***(11.55)16.99***(16.53)常數項
9.72***11.04***11.10***10.88***F值
0.0010.0070.0090.024∆R2

2533253425352535樣本量

注：1.*p<0.05，**p<0.02，***p<0.01
						2.與父母關係參考項為與父母關係差，對父母的信任參考項為對父母信任低，與父母見面頻率參考項
為與父母見面頻率低，與父母聯繫頻率參考項為與父母聯繫頻率低

為了進一步探索“與父母見面中等頻率”、“與父母聯繫高等頻率”兩個組別與其
他因數效用不同的原因，分年齡段在家庭結構、個人受教育程度上進行分組回歸，
見表5。結果顯示，在年齡為25-35歲、學歷為大專及以上的組別中，“與父母聯繫
頻率”對抑鬱水準呈正向的線性相關關係，即聯繫頻率越高，抑鬱水準越高;在年
齡為25-35歲、學歷為小學及以下的組別中，與父母見面頻率對抑鬱水平呈現倒U
型關係，其中“與父母見面中等頻率”的組別抑鬱水準最高，而“與父母見面高等頻
率”和“與父母見面低等頻率”的兩個組別抑鬱水準更低;在年齡為12-18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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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為非獨生子女的組別中，與父母聯繫頻率對抑鬱水準也呈現倒U型關係，其
中“與父母聯繫中等頻率”組別的抑鬱水準最高，而“與父母聯繫低等頻率”和“與
父母聯繫高等頻率”兩個組別的抑鬱水準並不高。這說明“與父母的聯繫頻率”和“
與父母的見面頻率”這兩個因數緩解抑鬱的效用並不是均質地發生的，見面頻率
和聯繫頻率的高低在不同年齡段、不同家庭結構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上對緩解抑鬱
的作用和方向是不同的，在一些組別上與父母的見面頻率和聯繫頻率越高，抑鬱
反而會加劇。因此，目前對於家庭支持所測量的四個因數在抑鬱緩解上的效用並
不相同，需要重新審視與父母的聯繫和見面這兩個因數的涵義。同時，假設H2被
推翻。

表5	分組回歸系數

分組回歸系數（標準誤）
25-35歲（大專及以上）25-35歲（小學及以下）12-18歲（非獨生子女）

-0.23（0.35）0.94*（0.49）-1.55（1.38）與父母見面中等頻率
-0.32（0.48）-0.43（0.51）-0.736（1.36）與父母見面高等頻率
0.75（0.54）-0.41（0.53）3.68***（1.33）與父母聯繫中等頻率

1.28**（0.59）-0.31（0.58）0.004（1.75）與父母聯繫高等頻率
注：1.*p<0.05，**p<0.02，p<0.01
						2.與父母見面頻率參考項為與父母見面頻率低，與父母聯繫頻率參考項為與父母聯繫頻率低。

結論及討論

研究發現：第一，與我們基於差序格局理論所提出來的設想不同，家庭儘管居於
個體生態環境的中心，但是在抑鬱緩解的效用上，家庭支持卻不是最強的，反而是由
個人延伸出的更大的生態圈層中的社交支持的效用最強。第二，就家庭支持本身而
言，通常用於測量家庭支持的一些因數，如本文資料庫中所使用的“與父母見面”“與
父母聯繫”，也並不總是能夠緩解抑鬱。與父母的見面或聯繫頻率，至少在某些組別
上呈現了與預期相反的效果，如，在25-35歲學歷較高的青年身上，與父母聯繫的頻
率越高，抑鬱水準反而越高; 在25-35歲學歷較低的青年身上，與父母見面頻率的高
低對抑鬱水準的影響呈現倒U型效應; 在12-18歲非獨生子女的青少年身上，與父母
聯繫頻率的高低對抑鬱水平的影響也呈現倒U型效應。

以上發現提示我們，儘管當下中國社會關係結構仍以家庭為核心，但在抵禦心
理健康疾患上，“差序格局”這一從中心到週邊序次擴展的社會關係結構起作用的方
式可能有更複雜的機制。家庭雖然是個體生態環境的中心，但在對抑鬱的緩解上，來
自家庭支持的作用卻不一定最強。青年和青少年從社交網路中汲取的力量似乎蓋過
了來自家庭的力量。而家庭支持對抑鬱緩解的作用之所以沒有預想的居於核心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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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地位，可能與中國家庭的親子互動方式有緊密關係，典型的中國式家庭過於緊
密的家庭關係可能會伴隨過度干預、過度控制和家庭衝突，在不健康的親子互動中
更易滋生心理健康問題，這也就促使青年向外圍關係中的社交網路尋求支持。這也
從“與父母見面”和“與父母聯繫”並未均質地緩解抑鬱的結果上得到印證。我們認
為，在家庭支持與抑鬱水平的關係研究中，不能單獨地將與父母見面和與父母聯繫
的“頻率”作為測量依據，還要綜合考慮這種見面和聯繫的品質。也就是說，至少在與
抑鬱相關的研究上，簡單的家庭互動頻率不足以被認為是家庭支持力量，還要同時
考慮家庭互動的品質。

本研究重點比較了家庭支持與其他不同類型社會支持在青少年抑鬱緩解上的
作用，並著重討論了家庭支持本身各個因數的不同作用。研究啟示我們，有必要重新
審視中國家庭中家庭支持的內涵，以及家庭互動方式與抑鬱形成的關係。高品質的
家庭互動比高密度的家庭互動更為重要。同時，家庭支持、社交支持、社會公共服務
支持對青少年抑鬱的影響還有更多組別差異和發生機制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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